
政 治 学 2024.2
POLITICAL SCIENCE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选举民主理论与实践的

反思、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代表性超越，西方协商民

主理论逐渐发展起来。随着约翰·罗尔斯(John Raw⁃
ls)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加入协商民

主理论研究阵营，协商民主研究的热潮涌动，硕果累

累，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得以大大增强。进入

21世纪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形势，如何回

应现实挑战、提升民主品质，既是当代政治发展实践

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协商民主理论发展的现

实动力。

协商民主理论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协商特性，为

回应复杂社会的多元挑战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以

代际为划分标准，斯蒂芬·艾斯特(Stephen Elstub)将
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不同阶段

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研究重点(见表1)。

代际划分只是考察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一种维

度，而其内在动力——理解阶段局限性及其发展突

破，则是理论关切的核心议题。第一代理论意在构

建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规范，但忽视了现代社会的

复杂性，呈现显著的理想建构特征。第二代研究着

重推动经验的转向，充分考虑社会复杂性，试图调和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但缺乏完整的制度设计。

第三代西方协商民主吸取经验教训，侧重实践层面

的考察分析，聚焦协商制度的设计和经验分析，但主

要局限于微观小规模实践形态，而较为忽视大规模

协商民主形式。

面对协商可行与民主理想间日益突出的张力，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任何一种协商场所或协商

实践，无论其设计和运作如何理性，都不可能拥有足

以使整个国家通过的大多数决定和政策具有合法性

的能力 [2]1。任何单一的、小规模的协商实践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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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满足协商民主发展的全部要求。

进入21世纪，西方协商民主研究持续更替，呈现

制度转向、实践转向、经验转向和系统转向四大态

势[3]。第三代研究侧重于精英价值偏好的、具体的、

微观的、分散的、小规模的协商实践，即使存在着群

体讨论，但也仅是划定范围内小规模个体的协商参

与和反思。这集中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制度转向、实

践转向和经验转向。系统转向则试图解决小规模协

商的缺陷与困境，成为调和前三代研究的关键——

规范性前提、制度可行性和经验结果，最终向大规模

的协商实践迈进。由此，协商系统理论的兴起，为协

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并逐渐成为第四代

西方协商民主的标志。

一、新世纪协商系统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西方代议制民主的

补充和修正的协商民主，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

实践经验。追溯其发展历程，第一代研究确立了理

论的基本价值规范，第二三代研究则完善了合法性

标准，并贡献了精巧的制度设计和多样的协商实

践，特别以小型协商的特色形态来保障公民参与的

有效性。

客观来看，单个的协商实践、孤立的协商过程无

法一次性满足协商民主的全部要求。第三代协商民

主出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对协商民

主的认知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由被筛选的少

数参与者按照明确的流程开展协商活动。这种对可

行性的过分强调，会因规模控制而使协商民主陷入

协商与民主的对立境地。协商与民主的迫切需求是

相反的，协商的标准在小规模环境中可以得到最大

化的遵守，而民主在大规模环境中可以获得最大化

的效果[2]126。但协商的开展，不能仅在理想的微观情

境中去实现其正当性标准，需要突破对单一过程的

研究，去思考整个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

因此，协商民主理论的系统转向以及协商系统理论

的发展，为规模困境的突破提供了可行路径。

协商系统这一概念虽然最初是由简·曼斯布里

奇(Jane Mansbridge)提出的，但系统性观念最早可以

追溯到协商民主研究中注重公共对话的传统。双轨

模式(two-track model)中协商政治依赖于一个复杂的

系统，其中心焦点需要向话语生产(discursive produc⁃
tion)外围开放。赛伊拉·本哈比布(Seyla Benhabib)所
主张的要在由相互重叠的场域构成的网络的基础上

进行匿名公共对话，更是蕴含着系统性观念。艾丽

斯·扬(Iris Young)更加主张政治不仅要去中心化，还

要考虑复杂的社会进程，更要在不同的话语交往场

所之间建立联系，来防止这些互动成为狭隘的飞地

(parochial enclaves)。注重公共对话的传统为协商民

主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协商系统观念

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协商系统中的日常谈话》(Everyday Talk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一文对协商系统(Deliberative sys⁃
tems)这一概念展开具体阐述，后被卡洛琳·亨德里克

斯 (Carolyn Hendriks)、里卡多·门多纳 (Ricardo Men⁃
donca)、约翰·博斯韦尔(John Boswell)等代表性学者

表1 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演进与代际更替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代表人物

约翰·罗尔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

伯纳德·曼宁
詹姆斯·博曼

艾米·古特曼

丹尼斯·汤普森
约翰·帕金森

詹姆士·费斯金

艾温·欧佛林

研究重点

构建协商民主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研究

范畴

将协商民主的规范原则与多元复杂的

现实经验相叠加

侧重于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践问题的研

究

研究贡献

奠定了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规范

实现协商民主研究由哲学到制度化建设

的转变

使协商民主理论更具现实性、实践性和可

操作性

资料来源：根据斯蒂芬·艾斯特《第三代协商民主》一文概括整理，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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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接受，第四代协商系统理论的发展自此开启。

2012 年，简·曼斯布里奇联合詹姆斯·博曼

(James Bohman)、西蒙·钱伯斯(Simone Chambers)、约
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等7位来自不同背景和理

论传统的极具影响力的专家共同撰写了《协商系统：

大规模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systems：deliberative de⁃
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一书。该书的出版标志着

协商系统的全面兴起，被誉为“协商系统宣言”[4]218。

协商系统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以更具包容性的系统

视角来思考协商民主。协商系统是由一系列要素构

成的整体，不同要素间相互独立，但只有以包容性、

系统性观念整合各个构成要素，才能将协商过程视

为整体进而发挥其效能。

何谓系统？即“一整套可识别的、相互区分的，

但在某种程度上又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的集合，这

些部分通常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分工，以构成一个复

杂整体的方式相互连接”[2]4。协商系统可以理解为

“一种通过辩论、论证、表达和说服来解决政治冲突

和政治问题的以对话为基础的路径”[2]4，具有认知、

伦理和民主三大功能，三大功能在系统运行中的权

重不同，但三者相互作用有助于提高协商决策的合

法性。

当代社会复杂多变而话语形态流动多样，从更

广阔的视野来理解协商，讨论对话的民主作用，呈现

的是“日常对话往往产生集体结果，就像市场通过相

对孤立的个体行动的联合和互动作用产生集体结果

一样”[5]。协商不仅仅是单向度、单一领域的对话，而

是多维度、多领域的广泛进程，且话语是公开的、流

动的、对最终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力。

不论是大学、医院、媒体等较小的机构，还是跨

国组织、超民族国家组织和国际性决策实体，都可以

纳入协商的具体场所和主体范围中。无论是面向政

治机构、微型公众和党派论坛等正式机构，还是在咖

啡馆、露天广场等非正式机构开展的协商实践，协商

系统都以一种更加包容、整合的态度去审视、理解和

整合，强化正式和非正式协商间的联系，以此实现各

协商要素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仍然作为整体在体

系中发挥着协商的有机效能。

二、价值整合：精英协商的超越与新型平等观的

构建

重建民主的价值规范是协商民主兴起的最初动

因。伴随着制度转向、实践转向和经验转向在第三

代协商民主的集中呈现，单个的、分散的、微观的协

商实践逐渐成为第三代协商民主的代名词。虽然协

商民主建立于社会大众的理性信任，但公民陪审团、

协商民意调查、规划小组等这些具象的、微观的协商

实践越来越依赖于精英，其所展现的精英决策取向

更加剧了精英与普通民众价值选择间的张力。

协商民主的系统转向及协商系统理论的蓬勃发

展，突破了第三代协商民主所具有的精英价值局限，

以系统、包容的姿态弥合精英与大众间的价值张力，

通过协商系统的三大功能相互作用，提升决策合法

性，通过对实质平等的追求来尽可能实现利益相关

者平等参与协商，进而提升民主治理的水准与品质。

(一)精英协商决策与大众价值选择间的张力弥合

第三代协商民主着重于构思具有现实性、可行

性的制度形态，涌现出如协商民意测验、微型公众

(mini-publics)协商论坛、21世纪城镇会议、共识会议

等一批具有“微观倾向”的协商实践。这些实践中，

或主张通过科学随机抽样，选择代表性的民众聚集

起来，进行面对面协商；或主张与科学技术相结合，

通过划分小组协商和大会协商两种形式，尽可能动

员更多民众参与。但总体来看，这些实践多限于小

规模协商，只涉及少数群体，即使尽可能扩大参与规

模，但更多的是针对民意的搜集环节，并不能对公共

决策产生实质性作用，公共议题的决策权依然掌握

在少部分人手中。

社会事务和技术操作的复杂性及知识的专业性

特征，使得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知识储备来思考

的绝大多数公众置身于公共决策之外，而参与者中

精英的参与能力与普通公民相比更具分量。为此，

决策只能越来越依赖少数精英，小规模协商的精英

化色彩日益浓厚。虽然精英协商在参与热情、理性

能力和专业知识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小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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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单一视角与特定经验也容易形成政策偏见及对

边缘群体的忽视。

面对小规模协商所具有的精英垄断性与大规模

协商所倾向的大众民主性之间的张力，协商系统理

论矫正了第三代协商民主的精英价值倾向，以系统

论来调和精英与大众间的紧张关系，以依赖与分工

为基础实现精英与大众的有效互动。在协商系统内

部，精英与大众之间既相互分工又互为补充。其中，

大规模协商所蕴含的民主性可以为公共决策赢得更

广泛的政治支持，而精英协商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使

得公共政策更具有效性。协商系统理论充分发挥自

身所具有的包容特性，将大众意见作为精英协商的

基础，并要求精英在参与协商论证的过程中，必须使

用公民大众能够听懂的日常语言。

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价值张力，加强两者间

的有效互动，实现两者间的有效兼容是协商系统理

论对第三代协商民主相对单一价值观的重要突破。

大规模协商的首要条件就是大规模参与，但究竟哪

些主体愿意参与协商呢？美国知识网络(KN)曾组织

开展网络调查，对协商的参与主体开展研究。数据

表明，美国普通公民参与协商的意愿比预期的要高

得多，而那些被传统党派和政治利益集团所排斥的

人则是最愿意参与协商的[6]。协商系统理论对第三

代协商民主“微观协商”倾向的矫正，正是扩大有效

参与的规模、使协商实践得以向更大范围和规模的

群体迈进。

(二)认知功能、伦理功能与民主功能的相互作用

作为协商系统理论的经典著作，《协商系统：大

规模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systems：deliberative de⁃

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界定协商系统具有三大功

能：认知功能、伦理功能和民主功能[2]1-26。认知功能

是产生偏好、意见和决定；伦理功能促进多元主体间

的有效沟通和相互理解；民主功能则是促进政治进

程的包容性。公民只有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才能

基于相关的理由、恰当的事实和逻辑以及有价值的

考量来产生自己的偏好和意见；伦理功能在于促进

公民间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既是有效沟通的重要前

提，也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普遍道德要求，在相互尊

重的基础上来助推协商系统高效运行；民主功能意

在现实可行的平等条件下。把多元的声音、关切和

主张纳入其中，扩展政治进程中集体选择的包容性，

由此确保协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作为复杂多元的整体，协商系统由多个部分构

成，不同部分的重要性不尽相同，三大功能并非在各

部分和环节得以同步实现，但在提升民主决策合法

性方面具有同等地位。协商实践中较为普遍的境况

是，即使是具备专业知识的精英，也存在某种程度的

无知和对普通公民的忽视。协商系统理论矫正了第

三代协商民主的“微观倾向”，突破了相对单一的精

英化价值选择，以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吸纳越来越

多的精英知识以及普通公民的声音、关切与主张进

入协商的整体流程。精英们在面临重大决策时，会

更加审慎地对待普通公民的意见，尊重普通公民的

贡献，普通公民被尊重的同时反过来会更加信任精

英。三大功能相互作用，大大拓展了普通公民参与

协商的深度和广度，逐渐向大规模协商迈进，并在最

终的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

协商系统的认知功能、伦理功能和民主功能的

相互作用，与协商主体的有效参与直接相关。既然

普通公民具有参与协商的意愿，那么应当采用怎样

的激励方式，才能鼓励和引导公民，将个体意愿转化

为积极行动呢？答案来自协商言论美德和协商思维

美德[7]。作为外在美德的协商言论主要包括公开、问

责和互惠等元素，通过言论协商调节群体之间的不

尽相容的价值观念，避免意见分歧严重破坏道德和

政治层面的群体共识。作为内在美德的协商思维，

包括谦卑、希望等元素，用于调节群体内部的协商过

程，以激励公民有意识地运用协商技能来更深层次

地理解和阐释共同的价值观及信仰。只有具备一定

的协商能力，参与积极的公民才能在协商民主过程中

达成最终理想。包容性、真实性和结果性作为协商能

力的具体表现维度，包容性是先决条件，真实性必须

是非强制的和互惠的，结果则是必须如此的 [8]。由

此，协商能力成为协商系统理论的另一项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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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机会平等向实质性平等迈进

协商民主主张多元主体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达

成共识，传统理论更强调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最直

接的诉求，就是主张与决策相关的每个人都有平等

的机会去参与公共领域的协商，这更贴近直接民

主。但伴随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数量日渐

庞大，继续主张每个人直接参与协商，无论就其时

间、场地，还是精力、能力而言，都不太具有现实可行

性。且仅强调机会平等也较为狭隘，每个参与者所

具备的知识、地位、资源等条件不同，以此为基础而

形成的话语表达效力亦不同。因此，在强调机会平

等的基础上，还要向实质平等的要求迈进。

在延续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协商系统理论所提

出的新型平等观的最大突破，就是倡导尽可能平等

地涵盖所有观点，在可行的平等基础上纳入尽可能

多元、多重的声音、主张、关切、利益和意愿。虽然大

多数民主理论家认为社会不平等并不必然破坏民主

的基础，但就协商民主而言，其制度设计确实存在某

种风险，使受到良好教育和能言善辩的人处于更有

利的地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为中产阶层

代言的机制[9]。因此，为了矫正某种程度的“微观倾

向”和精英色彩，新型平等观打破了所有观点都能够

平等对待的幻想，而主张对多元异质性的声音、主

张、关切、利益和意愿予以平等观照。

协商的难点之一，在于那些善于以理性、合理的

术语清晰表达论点的公民在协商过程中更具讨价还

价的能力，相比较而言，在话语体系方面处于弱势的

群体则很难在协商中掌握话语权。新型平等观的提

出为这一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

思路。即使面对相对封闭的宗教世界，新型平等观

也能够包容其价值差异，开展协商实践，形成集体

的、协商性的意见和建议 [10]。其中的奥妙在于协商

媒介发挥了特定的作用。当公民思考和谈论复杂而

有争议的问题时，叙事成为协商过程中理解和沟通

的重要工具。公民提出观点并使之得到公正对待是

新型平等观的集中体现。叙事具有普遍性、结构性、

选择性、戏剧性和模棱两可性等特征。尽可能平等

地囊括大众与精英的声音和主张，既能让大众更广

泛地了解复杂的问题并协调跨越空间的意见，又能

让精英的专业优势得到展示。

三、边界突破：宏观场域的回归与协商方法的补充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第三代协商民主理

论家都更加关注小规模协商的制度和实践，面对难

以应用于日益大规模协商实践、难以适用于广大社

会层面的挑战，协商系统理论的提出，为有效破解面

对面的单一序列的小规模协商的局限提供了一种新

的思路和方案。协商系统理论以更具包容性的系统

观来审视协商，通过深化协商民主的概念，包容非协

商的组织机构和表达方式，将多元理念融入协商之

中，构建协商系统运行的动态模型，提升其在公共领

域的适用度，拓展原有协商民主理论的适用边界，以

此突破规模限制。

(一)理论概念的拓展及争论

第三代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更倾

向于面对面的、单一时间内的、单一地点的小规模协

商。长期以来，大众认为协商和民主的迫切需求是

反向的，协商的标准在小规模环境中可以得到最大

化的遵守，而民主在大规模环境中可以得到最大化

的效果 [11]。但社会需求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协商的

正当性与合法性都要求协商民主的发展突破小规模

的微观情境，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来吸纳和整合大众，

将民众的复杂需求和多元利益尽可能囊括其中，由

此提升协商民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协商民主的发

展要突破对单一过程的研究，去思考整体性的协商

过程以及各个环节的相互作用。

面对协商民主的规模困境，新一代协商民主理

论开始进行系统化转向，试图以边界突破来调整其

“微观”重心，进而将宏观场域带回协商场所。界限

突破的首要工作是理论概念的拓展。经典的协商民

主概念“倾向于从一开始就排除非正式的公共辩论

和大众形式的协商参与”[2]52-71，与当前大众民主运行

所需的系统方法并不匹配，因此，理论更新必须首先

拓展概念内涵，将不完善的协商、符合宽松标准的协

商以及与其他政治行为相结合的混合形式的政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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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都囊括进宏观协商的范畴。围绕协商民主理想

目标的实现，协商系统理论尝试突破原有的、单一的

正式制度关系，通过强化动态性、偶然性和创造性等

特征，建构侧重于正式场所、机构和沟通联系的系统

模型，以探索创新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

当然，打破原有精英选择偏好的束缚，使协商民

主具有大众民主的特点，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已有理

论概念重新审视。支持者认为，只有扩大基本概念

的外延，才能更好地与系统性方法相适配，怀疑者则

认为，一旦拓展基本概念，其协商的认知功能便有可

能遭到破坏[2]151-172，进而模糊协商系统的边界。因为

过于宽泛的协商标准和范围，不仅会丧失其协商民

主的独特性[4]213-234，更会遏制促进协商系统和保护受

影响公民的协商能力的生成，进而影响整个协商系

统的有效性。更有甚者认为，系统观似乎从一开始

就受到精英统治观的影响，从而使长期处于协商民

主经典理论核心的自由和平等观念边缘化[13]。

(二)正式机构与公共场所的联结

作为推动第三代协商民主运转起来的主要制度

设计，如共识会议、协商民意调查、微型公众协商论

坛等，这些具体的协商形态具有不同的产生背景、运

行方式以及各自重点协商领域，但它们都有一个共

同特点——设立正式的协商机构来开展协商。只有

基于具体的协商场所，依托正式的协商机构，针对明

确的协商问题开展的协商，才更多地被第三代协商

民主理论家视为真实、有效、合规的协商。然而，在

日益多元与包容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仅仅在划定的

正式机构中通过科学抽样的方式选取小部分公民围

绕公共事务开展协商、寻求共识，这种小规模协商的

代表性、规模性、真实性以及正式协商机构的相对封

闭性等问题，遭到普遍的质疑。突破正式协商机构

和小规模的局限，尽可能向更多的公共场所扩展，使

更多公民直接参与其中，成为多元民主社会进一步

发展协商民主的方向和目标。

协商系统理论兴起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突破

传统协商民主的场域界限，将协商场所从正式协商

机构扩展到多元的公共领域。早期的双轨模式(two-

track model)将非正式的公共领域作为协商民主发生

的载体之一，建制化的公共领域和非正式的公共领

域相互联系、共同作用，构成公共领域的统一体，进

而促进有效协商的开展。非正式的公共领域既包括

专门协商场所，又涉及互联网论坛、大众聚会和畅谈

的场所，更被视为协商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这些

协商场所处于连续的统一体中，既包括立法机关、法

庭、听证会等正式场所，也包括咖啡馆、在线聊天室、

政策倡导声明等非正式场所，同时还包括介入两者

之间的“中间民主”(middle democracy)[14]场所，如广播

和印刷媒体(即正式新闻)、博客和网络媒体(即非正

式新闻)、政府网上公告板和聊天室等。

国家是协商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系统还

包括处于不同层面的大量协商场域作为组织节点，

组织架构充分体现了从正式协商机构到公共场所的

扩散特征。当然，协商场域界限的突破，并不意味抛

弃已有的正式协商机构，而是在其基础上，拓展可行

的适用范围，尽可能在更多领域吸纳更多公民，突破

时空限制来实现大规模的直接参与。正式协商机构

形成共识的过程，是有限参与主体在制度规范下理

性思考和审慎明辨的过程，而公共场所形成共识的

过程，则是普通公民日常言语交谈、辨识社会议题从

而产生公共影响进而形成政治意见的过程。就协商

系统而言，正式协商机构凝结的共识与公共场所形

成的意见之间是良性循环的互动状态：公共场所形

成的政治意见需要传递到正式协商机构中去完善，

而正式协商机构形成的共识，也要反馈到公共场所，

接受公众的进一步讨论和辨析。

(三)正式与非正式方法的衔接

协商民主的理想必须通过各种操作方法来落地

实现。作为推动民主运转起来的实践方法，其重塑

了政治运作和公共决策的过程，使不同的价值观和

利益都能得到相对平等的对待，这既有助于提高公

民的参与效能感，也有助于提升决策的品质。以制

度性、规范性为特征的第三代协商民主实践，更加侧

重于专门协商机构以正式协商方式开展小规模协

商，面对面，明确时间、地点、参与人员，按照协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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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展的正式协商是其典型实践形式。然而，多样

态的公共领域存在多元化的协商系统，多元协商系

统则包含着多种类的协商方法。系统各要素之间相

互分工和密切互动，协商系统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

确保系统中的正式与非正式方法能够适切衔接，关

联互动。

包容性是协商系统理论区别于前三代理论的典

型特性。詹姆斯·博曼将协商系统类比为蓄水池，其

容量代表着协商系统的包容程度。要想将水池灌

满，则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将不同的观点、声音

与利益注入其中[2]110-116。系统论视角下，协商就是各

种观点、要求、叙事和理由的相互碰撞，协商参与者

在表达自身的观点和要求时，既可以是心平气和、秩

序井然的说理论证，也可以是日常谈话、协商程序之

外的尽情表达。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协商方

式，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这些不同形式背后所蕴含

的协商效能。协商系统中并非每一步骤、每种方式

或每个环节都具有协商性，但这些步骤、方式或环节

都要有助于协商，都应当在某一点上通过协商被证

成。据此，协商系统理论并非要求所有协商方法都

是正式的，无论其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方法，只要能

在整个协商系统中被证明能影响协商系统的，那就

是有效方法。

协商系统吸纳了多种正式和非正式协商方法。

如分布式协商(distributed deliberation)就是根据各部

分之间的不同任务分工选取合适的机构和制度，并

选取不同的协商标准开展协商议事[15]。分布式协商

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各类机构和制度的作用功能不尽

相同，因此更加倡导各部分发挥其在整个协商系统

中的比较优势。不同于分布式协商对协商功能的区

分，去中心化协商(decentralized deliberation)的重点

是对面向同一协商目标的不同协商者进行分工，将

分工不同的多主体整合进入同一协商过程。在一个

运行良好的协商系统内，其他协商方式，诸如公共场

合的高谈阔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个人发声、公共空

间的彼此交谈等非正式的协商输入，也会得到平等

的尊重和对待。这些看似并非协商的方法的应用，

对于维护整个协商系统的良好运转、发挥其整体功

能也大有裨益。

四、动态复合：子系统的分工协作与协商系统的

整合

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所重视的微观、单一、孤立

和分散的小规模协商实践，对于推动某一重大事件

的进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任何一种单一的、孤立的协

商形式，都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影响力推动民主社会

的大部分决策和政策合法化。协商过程的精英化趋

向，就在于协商系统内部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如何

推动普通公民积极参与协商系统？如何更好地将其

与精英场域联结？协商系统理论复合观念的提出，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

所谓复合观念，就是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协商

系统中既相互依赖又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上，以动态

复合的方式加强各场域的多项联系，突破以往公众

意见从公共空间到决策结构单向“流动”的协商困

境[2]23。协商系统运行的整体效能与子系统间的复合

程度密切相关，各子系统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只有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使每个子系统都会考虑

其他子系统提出的观点和意见，才是理想化的复合

状态。为此，需要明确各子系统间的分工，协调各子

系统间的互动以达到最合理的复合程度，从而实现

协商效能的整体性提升。

(一)子系统的分工与互促

首先，协商系统由各子系统构成，不同的协商主

体、不同的协商方法、不同的协商场域分别发挥不同

的功能，协商系统内部需要分工协作。整个协商系

统庞大而复杂，且整个协商进程并不能只由某些子

系统单独承担，而是由各个子系统一同分担。不同

的协商规范和民主规范是分散而非同步出现，并在

系统的不同部分发挥作用[16]193。同时也要明确，各子

系统也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并非每个子系统都能完

全体现协商民主的所有方面，也并非每个子系统都

会对协商民主产生直接且积极的效果。在整个协商

系统具体运行的过程中，各子系统依据各自的优点

和长处，在某个既定主题、某个具体运行阶段发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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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功能。虽然处于分工状态的子系统并非在协商

系统的每个领域或环节都能充分发挥作用，但所有

的子系统都具备协商潜能，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协商

系统的整体目标。

其次，系统理论视域下，协商民主是由各子系统

共同构成的整体，各部分都存在不足与缺陷，相互分

工的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只有充分考虑部分与部

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各个子系统间的有

效互动，才能实现协商民主的系统整合。“由于权力

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多级管理中跨层级的相互协

调、不同参与者参与不同会议的不同能力以及那些

跨越多个管辖权的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系统的各

个部分有必要进行有效的相互作用。”[16]各子系统之

间的相互支持与有效互动，为协商系统的持续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加强专门协商机构与公共领域等

多元协商场域间的连接，强化小规模协商与大规模

协商实践间的互动关联，以整体性视角审视相互分

工的子系统，加深相互依赖，加强有效互动，如此系

统协商的民主效能得以更加充分体现。

(二)连续反复的流程优化与共识达成

协商民主理论无论如何发展，其核心与关键仍

是主体间的谈判、妥协，以期求得共识。理论的代际

更替与提升，更多体现在参与主体的增加、协商规模

的扩大、协商场域的拓展，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达成

最大限度的共识。

以小规模协商实践为主的第三代协商民主，重

点关注协商的规范性，集中探讨各种规则的制定和

完善。规则明确之后，协商机构照章执行即可。但

现代社会中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参与主体的多元性、

实务主题的多样性、议事场所的开放性等诸种现实，

都让民众越来越意识到协商并非一蹴而就，从理论

设计到实践运行也并不意味协商的完成。现实中协

商边界愈加拓展，协商形式和方法愈加丰富，往往共

识愈加难以达成。面向日益复杂的社会议题、各方

主体的多元诉求和利益博弈，更需要反复多次的递

进式协商，才能在承载着各种观点、要求、叙事和理

由的“蓄水池”中找寻到共识。

协商系统的运作是完全开放、动态、连续而非静

止或停滞的过程，协商自身也并非系统转向的最终

目标，而是达成共识的方式和手段。事实上，公共事

务的协商是多阶段递进式的过程，不可能通过一次

协商或者某个环节的协商就能达成共识。反复协商

方法的运用，体现了协商系统自主修正的意识和能

力。反复协商就是政治机构向协商主体提出一项公

共政策，协商主体就这一项公共政策开展协商，形成

反馈意见，政治机构依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然后继

续提交给协商主体开展进一步协商，直至公共政策

付诸实施①。而在协商系统的动态运作中，重复式协

商就是通过多次反复协商来吸纳协商结构的反馈意

见，以此来优化将要被投入使用的公共政策。多元

主体的不同声音、主张与建议在多次的反复协商中

不断求同存异，进而向共识迈进。

结语

如何实现在更大规模空间中以更低的成本和更

多参与推进政治民主化与决策科学化，既是民主政

治发展的不断追求，更是协商民主理论迭代升级的

强大推力。协商民主理论的系统转向，实现精英与

大众、宏观空间与专门机构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协商

方法的有效联结，使更多的利益相关方能参与协商，

为协商主体广泛参与的可行性、协商议题选择的代

表性、协商对话开展的平等性等提供了支持与保

障。但如果仅仅只是参与，其讨论形成的观点并不

能直接作用或影响政策制定，而政策制定并不能决

定或影响协商结果，协商民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依

然不能得到完整而充分的展现。

协商系统理论以其特有的包容性矫正了前三代

协商民主的“微观倾向”，以价值整合突破了精英协

商的封闭性，并有效吸纳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借助

协商系统理论自身所独具的功能认知推动了新型平

等观的建构；以边界突破拓展了协商理论的概念内

涵和观念界限，通过正式协商机构与公共场所的连

接、正式与非正式协商方法的并用牵引了协商重心

回归宏观场域；以子系统间的分工合作与反复协商，

将普通公民的声音与主张借助互动平台，运用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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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不同场域间进行交流和互动，使相关机构系

统地回应公众的意见，最终实现协商民主正当性与

有效性的提升。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

主义民主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张以协商程序

来实现偏好转换，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协

商系统理论作为协商民主发展的前沿，不仅突破了

少数人参与的微观局限，将协商拓展至整个社会的

大众民主，更以整合性视角审视协商系统的各个组

成部分，让每个子系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侧重地发

挥其功能，进而形成协商民主的合力。社会发展是

复杂的，但协商系统是包容的，对多元声音、利益、关

怀与主张的平等观照为应对当今世界多元化快速发

展的复杂态势提供了新路径。

如何将其系统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协商民

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重大命题。数字技术革命浪潮

的涌现，数字协商民主的兴起，为协商主体广泛参与

的可行性、协商议题选择的广泛性、协商对话开展的

平等性等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和技术条件支持。因

此，将网络技术与协商系统理论深度耦合，借助多样

化的线上协商平台，实现多元利益主体的有效协商，

有助于将协商系统理论特有的包容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以此适应复杂社会的快速发展。

注释：

①美国俄勒冈州 20世纪 90年代建立卫生保健优先权的

过程便是反复协商的典型案例，国家卫生服务委员会创制了

一个关于卫生条件和治疗的优先表，在这一优先表遭到广泛

批评之后，委员会咨询了许多公民和其他机构的意见，其中有

一些是协商的，另一些则不是，然后委员会以及后来的立法机

关对优先表进行了实质性的修订。最终的结果可能没有使一

些人满意，但是毕竟比最初的提议更好。这一反复协商的过

程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缺陷，但是通过协商的标准来判断，这

一过程的确是一种进步。

参考文献：

[1]Stephen Elstub.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J].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10(8): 291-307.

[2]Jane Mansbridge, John Parkinson. Deliberative system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large scal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John Dryzek, Simon Niemeyer.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of deliberative governan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10.

[4]David Owen, Graham Smith. Survey article: deliberation,
democracy and the systemic turn[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015(2): 213-234.

[5]Jane Mansbridge. Everyday talk in deliberative system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12.

[6]Neblo M A, Esterling K M, Kennedy R A, et al. Who
wants to deliberate- and why?[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0(3): 118-151.

[7]Griffin M A. Motivating reflective citizen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internal deliberative virtues[J].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2011(2): 175-186.

[8]Kuyper, Jonathan W. Systemic representation: democracy,
deliberation, and nonelectoral representative[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6(2): 32-64.

[9]Iris Marion Young. Communication and the other: beyo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seyla benhabib(eds.)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0-135.

[10]Hertzberg B. Chains of persuasion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addressing the pragmatics of religious inclusion
(penultimate version)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3(4): 889-900.

[11]John Parkinson. Democratizing deliberative system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6.

[12]Zsuzsanna Chappell. A tension between Ideal and practi-
ce: re- evaluation of micro and macro models of deliberation[J].
Representation, 2010: 295-308.

[13]Boswell J, Corbett J. Deliberative bureaucracy: reconcil-
ing democracy's trade- off between inclusion and economy[J].
Political studies, 2018(3): 618-634.

[14]John Parkinson. Deliberating in the real world: problems
of legitimacy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8.

[15]Robert Goodin. Sequencing Deliberative Moments[J].
ActaPolitica, 2005(2): 182-196.

[16]John Dryzek.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of deliberative
overnanc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7.

··82


	协商系统理论：西方协商民主的继替与提升

